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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的互释及其侧向

李建华

摘 要 伦理与道德是理解伦理学和道德学的关键性概念，二者在以往的研究中经常

是不加区分甚至是互用的，因为就词义而言，二者在本源上具有同源性，都是指社会的风俗、

习惯、规约等。但学术史发展表明，伦理与道德还是有重要区别的，甚至表现为谁对谁有优先

解释权的问题，如黑格尔将道德上升到伦理，而李泽厚则主张从伦理进入道德，这表明二者

具有共时态的互释性，即伦理与道德是可以相互解释的。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

逐渐从“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的“绑架”中挣脱出来，以更加广阔的视域和自身独特的方式

进入并服务于真正的、新型的“人伦”世界，与道德学并行，实现“离而不分”的“自由发展”。这

种分离会促使道德学侧向于道德本身的个体德性塑造，伦理学侧向于伦理实体之上的利益

关系调节。无伦理规范的道德和无道德律令的伦理也许会成为可能，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

争论也许会得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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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道德问题的争论和理论分歧如此激烈，其根本原因（或特征）是“道德论证或伦理学概念上的

无公度性（conceptional imcommensurability），非人格性的合理论证（impersonal rational arguments）
的所谓合理性寻求及其与概念无公度性的明显矛盾，各种道德或伦理学概念论证之广泛的历史起源的

多样性（a wide variety of historical origins）及其相互对立”[1]（P5-6）。英国伦理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
《后现代伦理学》一书“导言”中就开宗明义：“正如题目所表明的那样，本书是关于后现代伦理而不是关

于后现代道德的研究。”[2]（P1）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一直奉行的“伦理学是关于道德问题的学问”这一传
统说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否意味着道德会淡出伦理学的视野？是否意味着伦理学与道德学¬必

然“分家”？这些担忧其实都是根源于对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核心概念内涵的理解及二者在当代分野趋势

的日益明朗化。从西方学术史来看，尽管有黑格尔、康德、莫兰等思想家对“伦理”与“道德”作过区分，并

在使用边界上非常严格，但其通行的做法是“互用”，在理解上边界模糊，模棱两可，随意混用，甚至直接

等同，或者当我们想区分又怕难以把握时，干脆用“伦理道德”或“道德伦理”概而括之。这一方面导致了

伦理学和道德学在理论论证上的内部混乱（如长期的目的论与道义论之争），另一方面又使伦理学研究

领域越来越窄，造成对相关学科知识的高度依赖，如离开了法学、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

关知识的支撑，伦理学知识的自我供给几乎是难以保证的，道德哲学除了“善”“恶”概念之外几乎难以形

成自己独立的概念体系。对于“伦理”“道德”概念的历史性混乱，20 世纪初西方伦理学界曾兴起过一场
致力于概念精确化和判断逻辑化的分析伦理学运动，先后对“正当”“善”“恶”“良心”“责任”“义务”等概

¬ 笔者主张用“道德学”概念而不用“道德哲学”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道德学是包含了道德哲学、道德心理学、道德社会学、道德进化学

在内的完备的学术体系，另专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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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进行过划界与定义。但迄今为止，“伦理”与“道德”两个核心概念的混乱状态，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学

术话语中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3]（P21-25）。对“伦理”与“道德”概念的明辨精析和系统梳理，消
除对二者的认知困惑，提升伦理学与道德学概念的公度性，在伦理学与道德学面临新发展的历史时刻就

显得特别重要。

一、相通与相异：伦理和道德的分界

在汉语中，伦理就是伦之序，礼（理）之分。“伦理”一词是“伦”与“理”二字的组合。古代对“伦”的诠

释主要有三重含义 [3]（P21-25）：其一，“伦”者从“人”从“仑”，许慎《说文解字》训“伦”为“辈也”，“伦”
即指人与人之间的辈分次第关系。由“辈”之一义引申出“类”“比”“序”“等”等涵义，“人群类而相比，等

而相序，其相待相倚之生活关系已可概见”[4]（P21-22）。其二，“伦”通“乐”，如《礼记·乐记》曰“乐者，
通伦理者也”，强调音乐与伦理、美与善的相通性。其三，“伦”同“类”，如郑玄注“伦理”曰：“伦，类也，理

之分也”，强调“伦”的本质是一种“类”的“分”。根据黄建中先生的考察，“伦”有集合关系之义、对偶关系

之义以及联属关系之义，指谓人类群体相待相倚的各种关系。“理”的本义是治理、规则，如《说文解字》

曰：“理，治玉也。”现代汉语对“理”有了更多的引申，如物质之理（纹理）、人文之理（道理）、科学之理

（物理）、行为之理（管理）等等 [5]（P329），后由此引申出条理、规则、道理、治理、整理等多种含义。一般
而言，“理”是指事物和行为当然的律则和道理。“伦”与“理”合起来联用形成“伦理”，指处理人伦关系的

道理或规则。最早将“伦”与“理”合起来联用，见于《礼记·乐记》中的“乐者，通伦理者也”。可见，伦理的

要义在于和谐有序，乐理之通于伦理的地方恰恰在于和合和谐，黄建中先生由此认为“伦理义蕴甚富，指

归在和，语其封畛，既可兼赅道德人生”[4]（P21）。伦理的本义可以归纳为：第一，人伦，伦理只发生在人
的世界及其秩序中，与人之外的世界无关；第二，关系，伦理一定是发生在主客关系之中，没有关系的地

方没有伦理；第三，秩序，人伦关系一定是以某种秩序呈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四，规范，伦理一

定是应该或不应该的规范性说明。

在西方语境中，从词源上说，伦理起源于希腊文“ethic”，这个词最初表示习惯恒常的住所、共同的居
住地，在荷马史诗中便是如此来描述的。如海德格尔就曾指出，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伦理”一词的最初含

义就是“寓所”，后来经过不断演绎，虽然可以理解成风俗、性格、品质等，但并不具有伦理的意味。有学

者认为，从现代观点看，西方伦理概念较之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开始具有了原始的、

朴素的理性特征 [3]（P21-25）。“伦理”及“伦理学”的概念最初都是由亚里士多德通过改造古希腊语中的
“风俗”（ethos）一词所创立的。因道德（moral）一词源于罗马词 moralis，罗马人在征服希腊后，翻译希
腊人的伦理一词时，经常就用 moralis，而 Moral 又源于“mores”，主要指传统风俗、习惯等意思，即都是
用来说明由人的行为活动养成的习惯品质，指向人类对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和遵循，这也是后来

伦理与道德互释互用的主要原因。其实，亚里士多德曾创造过一个新名词“ethika”，这就是人们后来所
说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就是追求个人的善与幸福，政治学则是求得社会的善与幸福；如

果我们对伦理与道德作严格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伦理学反而像道德学，而政治学倒可以理解为

伦理学。可见，在西方语境中，伦理同样包含了人伦之序及规范的意思，只不过因与道德混用，在风俗之

外增加了德性、品质的意味。只有到了黑格尔那里才开始严格区分伦理与道德，并把后者看成是前者的

前提条件，由此开启了“由道德入伦理”的思想路径，但本质上二者还是互释的，对伦理的科学理解完全

取决于对道德的理解。

在汉语中，“道德”也是一个组合词。尽管《辞海》将“道”概括为 16 种语义，但主要是道路、法则和
宇宙本体三种 [3]（P21-25）。《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道”原指由此达彼的道路，道是有方向和
两边的，循道而行才不会迷失方向并抵达目的地；韩非子《解老》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

也”，引申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总法则，由此“道”逐渐引申出正确规则之义；《老子》曰：“有物混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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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名，字之曰‘道’”，这里“道”具有了“所以然”的味道，与“理”共同形成“道

理”。“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意指天地之“本原”和万物运动演化之元始规则，并有“天道”“地道”“人道”

之分。“天道”是自然万物的运行法则，“人道”是人生活动交往、处理人事的规则，如果人事规则违背了天

道就是“不地道”。“德”字含义颇多。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德”字后被写作“徝”，金文写作“惪”，前者

是正直行为之意，后者是正直心性之意。后来两种写法统写为“德”，“德”同时含有正直行为和正直心性

的含义。目前所知最早的“道”“德”联用，是《史记·夏本记》所记载的约四千年前的皋陶之语：“信其道

德，谋明辅和。”可见“德”与“道”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字联用后形成的“道德”既有“德行与德性的规

范”之意，也有“符合规范的德行和德性”之意。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因“得”而使道德既有了道的形上

性质，也具有了功利主义层面上的实践功能，又因“德”“得”相通，使道德较之西方语境具有了更加可解

释的空间。这样，我们可以把中国语境中的“道德”含义简单归纳为：一是得道为德，即得到并遵守“道”

就是“德”；二是德得相通，即守德是为了得，而得必须守德；三是道为德体，即无论是作为德性之道德还

是作为规范之道德都是“道”的体现。

在西方，“道德”一词是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再把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风俗”（ethos）改译成拉丁
语（móre）的形容词，用以表示国家生活的道德风俗和人们的道德品性。古希腊先哲之“mose”“ethos”
二词之理式用法庶几近之。然而，古希腊先哲虽多以礼仪、风俗、习惯等概念释义于道德、伦理，却同时

赋予后者以“近神而居”“幸福生活”“本真存义”等诸多义理，从而将关乎道德伦理之研究界定为“幸福之

学”（亚里士多德）、“伦理秩序”之问（苏格拉底、柏拉图）。西方古时的伦理、道德由风俗、风尚而来，中

国古时伦理、道德的同义之处在于人际交往规范，两者看似相差颇大，其实不然，因为习俗、风俗中就包

含有大量的人际交往规范。因而中西方语境中的“伦理”“道德”在词源学的含义上是相通的。

从词源上分析，伦理与道德都是被用来描述人在行为活动中养成的习惯品质，其本义相通性基本有

三：都是源于风俗、习惯；都是对人的行为的某种规范；都同时体现为人的品质或德性。在这三种共通性

中，风俗习惯是基础，规范是核心，德性是表现，又因三者难以截然分开，导致混用，伦理与道德的难舍难

分就可想而知了。了解伦理与道德本义的相通性，关键是正确认识其自然习俗性。

首先，伦理或者道德都是通过自然习俗而获得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相对

稳定的品质或品性，这种稳定性就是规范的有效性根源。人在社会活动中不仅仅是面对自己，更重要的

是面对他人及与他人的交往，久而久之会积累某些有益性的东西，即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得”，彼此

之“得”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情，具有了“内在善”的价值，值得人们去追求；并且人们对这种

“善”的追求并不是为了某种活动之外的目的，这就是“善本身”或“目的善”。

其次，伦理或道德源于风俗习惯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发产生（或发生），而是要经过学习与实践，即每

个人或共同体面对的既定伦理或道德都是“先在”的，只有通过后天努力才能获得，以至于后来的道德先

验论都背离了伦理或道德的本义。荀子就强调“化性起伪”的作用，特别是圣人之德必须通过修炼才能

达成，“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6]（P292）。因为人要“群”而又具备“知”的能
力，学习伦理道德是可能的，“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就可以“正利而为”“正义而行”。亚里士多德也曾

认为，自然形成的东西是不可能改变的，但不是所有不可变的东西都是习惯，“自然赋予我们”接受某种

品质的能力，但形成什么样的品质却是出于习惯。“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

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7]（P27）
最后，虽然任何生于习惯的品质都不反乎自然，但并不是所有出于习惯的品质都是合乎伦理或道

德，因为品质有好有坏，坏的习惯叫“恶习”或“恶性”，这是反伦理、反道德的。可见，从本义上讲，伦理或

道德是指形成于好习惯的品质或品性，而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道德本身还包含了道德的与不道德

的（恶）。换言之，最初意义上的伦理或道德就是指合乎伦理的或道德的，就是“善”，这也就是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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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将生于习惯的优良品质称为“道德德性”的原因，伦理或道德就是“善”的代名词，好的品质通过好的行

为形成好的习惯，甚至可以倒过来说，好的习惯就是通过好的行为形成的好品质。“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

能成为公正的，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表现勇敢才能成为勇敢的。”[7]（P28）
也许人类道德生活的初始状态是比较简单的，即个体生活与共同体生活的同一或同构，使道德生

活与伦理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特别是在汉语语境中，伦理与道德互用或连用成为了一种习惯。但是

ethic 与 moral 毕竟是两个情形不同的术语，虽然对两个概念的差异化使用作学术史的考察比较困难，
但做些横断面的相对区分还是非常必要的，哪怕是存在学术风险。

伦理虽然也是规则性的，但偏重于（抑或主要是）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类之间的关

系，其价值态度和立场是在相互关系中发生的，追求一种正义与和谐的境界。道德或美德主要是个体对

自我的要求与规范，“应当如何”或“正当”是个人向自己内心的对话，使自己成为一个善良之人，虽然自

己跟自己也发生了道德关系，但基于主客同一，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下，道德

更具有“顿悟”等人文倾向，偏重于个体生命的内在心得与体悟。所以，伦理是关系性概念，无关系则无

伦理；道德是个体性概念，现之于社会关系则需伦理的介入。在此意义上讲，伦理是道德的下位概念或

二级概念 [3]（P21-25）。
正因为道德的自我性、主体性特点，也使道德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不可共享性特点。道德只属于自

己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当自己受到良心谴责或心灵安慰时，往往是闭门思过或“独乐乐”。伦理正好相反，

伦理是客观的，是在相互关系中产生的，是交互主体性作用的结果，不会因个人好恶而改变其性质；相对

于道德而言，伦理带有明显的可公度性和可共享性。所以，黑格尔把道德看作自由意志的主观精神的形

式 [8]（P111），把伦理则看成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统一体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些客观存
在的伦理实体。

道德在本质上是自律的，而伦理偏重于他律。因其自主性特征，道德常常是对自己发出“我应当如

何”的价值指令，而伦理则因处于双方或多方关系的逐角，需要有超越任何一方利益之上的行为规则，其

指令常常是“你们应当如何”或“大家应当如何”，这对伦理主体而言具有某种外在制约性。当然，当规则

被普遍接受并被自觉遵守时，伦理会表现出自律的特点，但其基础是他律性的。道德始终专注于对自己

的要求，但当道德没有成为自我需要时，也是一种他律性的强制，道德的约束作用只能通过自觉自律来

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讲“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9]（P119）。
道德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总是以善恶观念去评价自我与他人，是一种自我完善的价值指向，也表现

为目的性价值和实践性目的。如在儒家观念中，人只有通过道德才能完善自我和社会，要成为一个真正

的人、完人、圣人，就必须进行道德修炼，道德甚至成了人格的唯一特征，成为社会伦理的目的，而“伦理

是道德人格生存的路径”，“道德的尺度是德性的善，反面是恶；伦理的尺度是正确、正当、是，反面是错

误、失当、非”[10]（P22）。可见，道德关注的是善（反之为恶），伦理关注的重点是正义（反之为非正义），
甚至在道德上为善的东西可能在伦理上是非正义的，如道德上的忠诚可能会助推政治专制。所以，道德

更含主体、个体意味，伦理更侧重于人与事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常说“某人有道德”而不说“某人有伦理”

的原因。

道德往往是绝对原则性的，而伦理是相对情境性的。道德是个体性承载，道德律令具有“元价值”的

属性，同时具有普遍性的约束力，不会因个体、个别、个性而改变其要求。如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

和当下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刚性要求。伦理是关系性承载，伦理关系又是场

域性的，会因时、因地、因情有所不同。如“不说谎”这是一条伦理规则，源于诚实的道德要求，但医生经

常会善意“说谎”，国家保密人员不能“讲真话”。美国伦理学家约瑟夫·弗莱彻在《境遇伦理学》中例举

了许多伦理情境性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伦理的境遇性和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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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道德本身包含了“道德的”和“不道德的”的两个层面，即善与恶，但在日常使用中常常提到“道

德”就是“道德的”，不包含“不道德的”的评价，如“道德理想”中的道德是指“道德的”理想而非“不道德

的”理想。当我们提到“伦理”的时候，就只是指“合乎伦理的”这一层，不包含“非伦理”和“反伦理”，如

“伦理主体”中的伦理就是具有伦理性的主体，不是反伦理的主体。

上述各方面的相对区分也许并不全面，更谈不上精确，但不同论域中准确使用“伦理”还是“道德”，

无论对伦理学和道德学研究，还是对具体的道德生活实践，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紧迫的。即便

难以将二者“泾渭分明”，但在分辨基础上的互释，只不过是路径不同罢了，这也不失为一种严肃而谨慎

的办法，许多思想家曾有过尝试。

二、互释与自解：伦理与道德的纠缠

如果说，从古代文本的语义出发，或者从学术史的演进过程看，“伦理”与“道德”的同义或互用是常

态，那么，自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试图对二者加以区分，“伦理”与“道德”的互释也成为常态，以期达

成自己理论的明晰与严谨，如西方伦理学中的休谟、康德、黑格尔、罗尔斯、麦金太尔等都作过不同程度

的努力。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其实“伦理”与“道德”的区分是相对明确的，如传统道德中的“三纲五

常”，“纲”就是讲伦理，“常”就是讲道德。但由于“常”德往往是自涉的，只有放到具体的人伦关系中才能

起作用，就如“信”要放入朋友之伦才变成现实的伦理，所以“纲”“常”是互释互助的。即使我们尊重“伦

理”与“道德”词源本义的相通性和学术史的使用惯性，还是需要在二者互释的基础上寻找解释进路或模

式的差异，实现“伦理”与“道德”的自解，开辟伦理学发展的新路，抑或为回应后现代伦理学“没有伦理规

范的道德”的理论迷惑提供清醒剂。从伦理思想史来看，由“伦理入道德”和由“道德入伦理”是二者互释

的主要思路，只是在具体入口和机制上存在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使二者“自解”成为可能，使伦理学和

道德学的各自发展成为必要。

在伦理思想史上，康德应该是早于黑格尔思考伦理与道德区分的思想家。康德讨论道德是从自由切

入的。康德认为，道德不属于理论理性，而属于纯粹的实践理性，因为只有实践理性才能成为意志的规

定依据，可以达到比理论理性更大的实在性，纯粹的自由意志构成了实践理性的根基。康德认为，在理

论理性中，自由只是一个先验的理念，思辨意义上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就建立起了自由概念的实

在性，只有证明自由是一类经验的先天的必要条件，它的实在性才能得到确立，这类经验就是人的道德

经验，所以自由是道德的存在理由，道德是自由的认识理由 [11]（P130）。自由在人的道德实现中被证明
了，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因为自由在认识层面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只有进入实践领域才是真实的，

所以自由是道德研究的最高限度。在康德那里，道德是个体意义上的，是意志与行动的自由，但这种自

由无论是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是有限制的，只有过渡到共同体生活，自由才有实在的意

义，伦理世界就摆到我们的面前。

康德思考伦理问题是从对共同体的认同切入的。康德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的共同体：政治共同体

和伦理共同体。前者是为了走出最初自然的战争状态，需要在政治领域通过公共立法与政治认同进入

政治的公民状态，建立政治共同体；后者是为了走出伦理的自然状态，通过伦理认同进入伦理的公民状

态，建立伦理共同体。对于伦理共同体，康德认为：“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理念的规定，把人们仅仅遵循德

性法则的联合体称作一个伦理的社会；如果这些法则是公共的，则称作一个伦理—公民的社会（与法律
的—公民的社会相对立）或者一个伦理的共同体。……可以把伦理的共同体称作一个伦理的国家，即德
性的（善的原则的）国。”[12]（P94）显然，伦理共同体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世界”概念有所
不同。这就是，康德认为，在伦理共同体中光靠个人努力实现不了个体善，靠自己个人尽了一般的道德义

务实现不了伦理共同体，其实现需要某种社会制度的保证。这一社会制度就是以理性宗教为基础的普遍

的教会，所以康德经常把伦理共同体这个目标用奥古斯丁的术语称为“看不见的教会”。由此出发，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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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伦理共同体要优越于政治共同体，因为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只能依靠强制手段，而强制手段是无法

掌控人心的，充其量能使人的行为与社会法则保持一种暂时的适应状态。而伦理共同体的构建则不同，

依靠的是人们内在的良知，正是这种内在的良知能使伦理共同体成员同心同德，自觉接受公共法则，并

能达成动机上的和谐一致，走向一种“共同善”。可见，康德走的是一条由道德入伦理、又经伦理超越个体

道德的狭隘性、走向共同善的路线，其背后是由道德自由向伦理认同递进的道德哲学形态，表现出某种

重道德轻伦理的思想特征。

黑格尔也是对“伦理”与“道德”在使用上作了严格区分的思想家。与康德稍有不同，他提出了伦理

高于道德或由伦理入道德的思想主张。黑格尔在他庞大的精神哲学体系中，把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

对精神看作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这是对人类意识或精神现象的整体性历史把握，在“客观精神”部分，

他描述了由伦理通过教化而入道德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无非是主观精神自由外化的表现，而

精神的本质是“事情自身的规定”，是“自在而又自为着”[13]（P1）的。精神要从实体中来，但实体本身还
不是精神，只有“既认识到自己即是一个现实的意识同时又将其自身呈现于自己之前 [意识到了其自身]
的那种
·
自
·
在
·
而
·
又
·
自
·
为
·
地
·
存
·
在
·
着
·
的本质”[13]（P2）才是精神。由于实体与自我的矛盾性，伦理体现为伦理

实体和伦理现实。伦理实体虽然具备了普遍的可能性，但如果仅仅表现为个别的自然的直接关系时（如

家庭关系），还不构成伦理的本质，只有“出之于自然的关联本质上也同样是一种精神，而且它只有作为

精神本质才是伦理的”[13]（P8）。因为“伦理是一种本性上普遍的东西”，伦理现实（或者“活的伦理世
界”）哪怕就是在其真理性的精神，也必须通过教化才能消除那些由于个性化而带来的伦理沉沦。伦理

现实尽管是精神的，但由于精神的异化，世界就分裂为现实的世界与纯粹意识的世界。在纯粹意识的世

界里，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或者说，“绝对自由，作为普遍意志的纯粹自身等同，于是，本身就包含着

·
否
·
定”[13]（P121），这样就把普遍意志与个别意志的对立同它自己本身协调起来了，产生了新的意识形

态，道德精神。所以，在黑格尔那里，伦理世界是“从实体起来”的第一个世界，是对我们人的自我生活世

界的精神意识，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都是我们经历的伦理实体。“伦理体现的是人的实体意识，是个体

与实体之间透过精神所建构和表达的不可分离的关系”[14]（P7-13），这就继承了把伦理理解为具有自
然关联性的风俗习惯的思想传统，也是遵循的由伦理入道德的思路。

如果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基于精神的意识领域，对“伦理—教化—道德”进行了现象学描
述，那么，《法哲学原理》则是通过精神的自由意志方面展示“抽象法—道德—伦理”的辩证运动过程。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但自由意志要真正的实现不能是主观的，否

则就是个别人的任性，必须建立起自己行为的客观限制性，这种限制就是法。法的本质是权利，是“
·
自
·
由

·
意
·
志
·
的
·
定
·
在”[8]（P36），是自由的外部规定性，所有法的基础是人的自由意志。但是，法不是自由的对立

面，其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实现，自由构成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自由意志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抽象

法、道德和伦理。抽象法作为自由意志的直接体现包涵三个环节：对物的占有或所有权；转移所有权的

自由与权利；自由意志与自身相反对，侵犯他人权利，就是不法或犯罪，在这一环节，自由意志的实现只

能依赖于外在财产之类的事物。道德是扬弃抽象形式法而发展来的成果，道德是法的真理，道德是自由

在人的主观心理之体现，道德意志是他人不能过问的。道德发展有三个阶段：故意与责任（道德只对自

己的意向行为负责）；意图与福利（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良心与善（道德自身就是目的）。在道德环节，

自由意志实现于内心，是主观意志的法，还不完全是与外部无关的抽象意志的自律。如果说抽象法是客

观的，道德是主观的，那么只有伦理才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主观的善和客观的善的统一就是伦理，伦理

的规定就是个人的实体性或普遍性。所以黑格尔强调：“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的，换句话说，必须

是整个的和普遍的。”[13]（P9）十分明显，在黑格尔那里，伦理与道德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由道德
进伦理是自由从主观性、特殊性向客观性、普遍性的升华，伦理是高于道德的。伦理也有三个提升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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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伦理精神的充分实现）。家庭是“天然的共同体”，所以家庭伦理是自然的伦

理精神，可普遍化的程度非常有限。市民社会“是单个人的联合体”，表现为一种“需要的体系”，遵循的

是合理利己主义，但这种普遍性只能是“虚假的共性”。只有国家才是伦理精神的充分实现，因为只有国

家才能真正体现伦理实体的主体性，在国家中个人才能实现自由。总之，自由意志借外物（特别是财产）

以实现其自身，就是抽象法；自由意志在内心中的实现，就是道德；自由意志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得

到充分的现实性，就是伦理。

李泽厚提出的是由伦理入道德的思路。他认为区分伦理与道德是非常必要的，一是有利于澄清许多

说不了的伦理学问题；二是有利于明晰表达他的伦理学基本看法，即由外而内、由伦理而道德的路线，这

条路线也可称为“历史—教育路线”[15]（P333）。李泽厚对“伦理”的理解是比较宽泛的，认为伦理“指的
是人类群体或社会，从狭小的原始人群到今天的全人类的公共规范，先后包括了原始的图腾、禁忌、巫术

礼仪、迷信律令、宗教教义，一直到后代的法律规范、政治宗教，也包括了各种风俗习惯、常规惯例”[16]

（P25）；而道德则“指个体的自觉行为和心理，从自觉意识一直到无意识的直觉。而且道德不能只是观
念，道德不能只是‘善念’，而必须还是‘善行’”[16]（P25-26）。在他的视界中非常明确：“伦”乃外序，“德”
乃内心，伦理指外，道德向内。他继而指出了现代伦理学存在“道德泛化”与“伦理窄化”的问题，即道德

概念的使用超出“本有”的含义而突破边界，没有层次、意义、情境的区分；相反，伦理则没有守住好自己

的“地盘”，从全部的公共规范“退”到了与道德规范同一的境地。问题在于，既然伦理是包括了从原始

图腾到现代法律的所有规范，那么，如果把道德排除其外，显然就是说道德不是规范或者不具有规范性，

这与他把道德区分为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有些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只能说道德是伦理派生或解

释的结果。李泽厚认为，宗教性道德是超越个体又超越人类总体的道德律令的“理性”“天意”，社会性道

德则是一定时代为了维护社会共同生活所要求的共同行为方式；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这两种道德始终没

有分开，而是纠缠在一起；这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需要建立一种分离架构下的现代社会性道

德，这种道德的普世性来自现代世界经济生活的趋同化和一体化。这种道德只有对错，没有善恶。很显

然，李泽厚“两德论”中的宗教性道德更接近常说的“道德”，社会性道德更接近“伦理”，他主张建立的现

代社会性道德就是没有善恶、只有对错的“现代伦理”，前者强调以私德安排道德，而以伦理作为公德 [17]

（P29-41）。虽然，李泽厚强调由伦理入道德的致思路径，但伦理又从何来？这又不得不从“道德立法”处
寻找根源，于是又回到了人本身，回到了循环论证，造成理论的内在混乱。当然，伦理规定了道德，道德

又激发了伦理的内在否定性，从而冲破旧伦理实体，通过变革实践的批判与继承，构建起新的伦理关系

和新道德，这就是伦理与道德的历史辩证法。

其实，只要涉及人的问题都离不开人本身，都离不开对人性的考究，哪怕是所谓客观的社会现象，也

是人性的呈现。如果坚持这种“人本”立场，无论“人文”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能得到科学解释。道德是

人性的产物，或者说人性是道德的“第一土壤”，这当然不是孟子意义上的“人性善”，而是基于人本身的

所有欲望的总和。所谓人性善恶只不过是用“后天”的善恶观念对人性的简单裁定，人性善恶问题根本

不是“人性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性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以往我们把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了

理论上的混乱。中国儒家用道德来区分人、兽并连接天、地，最终回归自我，由此获得了道德的神圣性与

终极性，道德变成了自己的内心法则。基于人性的自我，道德就获得到充分的自解，如自律、自由、自省

等，也由此获得了道德的可欲性和普遍性，使道德变得“人人想为”和“人人可为”，中国儒家讲“我欲仁，

斯仁至已”“人人皆可成尧舜”就道出了道德的真理。那么伦理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只能是利益。利益是

伦理的基础，利益是人的欲望的现实化，当人需要什么时是没有利益属性的，只能当如何满足欲望时才

构成实现的利益，伦理就是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共同利益而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规则，伦理在利益的

基础上获得了自解。伦理总是在调整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关系，其指向总是他者、他律、他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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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定人性是道德的基础，利益是伦理的基础，利益不过是人性的现实化，那么，由道德入伦理的思路

就可以解释得通，为什么伦理与道德总是纠缠在一起也找到了答案，因为这是人性与利益的勾联。同时，

由“人性—道德—利益—伦理”的解释路线，也能解释好为什么道德心理学与政治哲学成为了伦理学的
热点，因为前者是道德学的关键，后者是现代伦理学的关键。如果道德与伦理不是各自站到自己的基点

上思考与演绎自身，势必带来理论上的混乱，如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之争。当然，伦理与道德不可能是

截然分开的，就像人性与社会不可能分开一样，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也不能由此认为二者是同一

或可替代，更不能简单断定“道德就是行为规范的总和”“伦理学就是研究道德问题的学问”，伦理与道德

到了由互释到自解的时候，道德学与伦理学可以适当分离了。

三、性分与际分：伦理与道德的侧向

齐格蒙特·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进入后现代，是否存在没有伦

理规范的道德。他本人当然是做出了正面回答，其基本依据包括：一是自然人性应为道德的依据而不能

成为伦理的基础，伦理的依据是基于道德规范之上的法律规范的放大呈现；二是按照理性原则组织起来

的现代社会使个体遭受了不确定性的痛苦，将个体道德责任通过立法转换为普遍性伦理的努力彻底失

败了，并且无法找到解决道德困境的办法；三是只有个体的道德能力才能使社会持续存在，才能使社会

幸福成为可能，学会生活才是人们相互之间保持友好善良关系的根基 [2]（P36-39）。其实，与其说鲍曼是
在为完全可以存在“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寻找理由，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使道德摆脱伦理“桎梏”的后

现代伦理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伦理规范的坚硬盔甲中释放出来（或者是放弃

将其保留在伦理规范中的雄心），意味着将道德
·
重
·
新个人化”[2]（P39）。将道德重新个人化，可以使道德

从伦理中解放出来，可以使人类的道德能力担负起人类共存的使命，因为只有个人道德，才能使伦理协

商和共识成为可能，才能使“伦理进程”从“终结线”回归到“出发点”。这是一条道德决定伦理的思想路

线，当然也只是对后现代伦理的展望，其中的意味是深刻而悠远的。

其实，关于伦理与道德，无论是二者归一的学术主张，还是二者分殊的致思路径，其前提都是承认二

者有差别。不区分伦理与道德及其各自的使用情境，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一个缺陷，区分伦理与道德已

经成为学术共识。那么，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无非是侧重点或侧向的不同：伦理侧重客观的

伦理关系及其外在规约，重具体情境分析；道德侧重主观的内在追求及其自律，重原则坚守如一。现代

伦理与道德断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本义稀释”，而在于社会流动铸成的伦理“新空间”里道德难以起

作用。当代中国道德中的“之应当”在伦理之现实中根本行不通，难以找到印证；同样，伦理之关系也难

以体现道德之精神。如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说明，我们无力在一个临时的陌生人空间形成由道德整合而

成的伦理精神及其规约 [18]（P100-106）。
我们强调道德的独立性和对伦理的决定性，意味着伦理与道德的分位和分际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

是在现代社会抑或后现代社会都是必要的。无论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复杂性关系，个体总

是“单元性”的，即使现代社会在公共理性作用下个体存在意义已经微不足道，但“性”（人性）是相通的，

这是一种道德空间的原子式构成之基。当然，这种人性也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面是呈现出“际”（人际）

的关联式特征，道德就是在“性”与“际”的交错中进化，这种交错性在社会共同体层面就是伦理的“分”与

“序”，前者为道德学的研究对象，后者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伦理与道德的命运总是“相向而侧”，绝

不是“背向而离”；道德侧向于“人性分”，伦理侧向于“人际分”，由道德入伦理的中间环节是“人位分”。

道德侧向于“人性分”，说的是人性是道德的基础。人性作为主体人的基本规定内含了道德的追求与

要求，因对人性的把握与张扬不一，才有道德上的高低。道德从何来，尽管在理论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

道德来自“神启”，有的认为来自“天意”，有的认为来自“先验”，有的认为来自生物“进化”，但只有认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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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来自人本身才是科学的，只有人才是道德的载体与主体，没有人就没有道德及一切文化现象。至于道

德是来自理性还是情感，是先天具有还是后天学习而成，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是人性的构件

或活动。人性是人的全部欲望的总和，其中包含了欲的对象与欲的实现，前者没有善恶的性质，即“想什

么”是没有道德问题的，而后者则具有道德善恶的性质，因为欲望的现实化过程，常常表现为对他人或群

体利益的增损以及实现愿望的手段选择。在此意义上讲道德学就是研究善恶之学，其哲学前提就是人性

论，难怪休谟的《人性论》由论知性、论情感、道德学三部分组成, 这无非是昭示了道德学蕴含在人性论
之中，知性与情感是道德学的前提，而道德只能来自情感。前人讨论人性常以善恶为要，即关于人性善

还是人性恶其实已经进入道德哲学的领域而非仅仅是人性论，人性的“实存”本是没有善恶的，但它的实

现内容与方式决定善恶。因此，讨论道德问题不可能离开人性，只是由于对人性的理解不同，才形成了

不同的道德学理论。

从中国儒家道德学说来看，道德不是来自“上帝的意志”，也不是理性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超越于

日常人伦（特别是政治秩序）的“天意”所启、所示，具有“得之于天”的品质，由此获得了宇宙论意义上

的本体意义和终极价值，“道”的最高层次是“天道”，“替天行道”是不可质疑的道德动员令，具有天然的

道德正当性，道德具有天、地、人的连接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道德是被动性，或者说纯粹是“被给

予”的。然而，道德又不仅仅是连接工具，也是本于人心的良知良能，具有自我发动的能力，表现为一种

道德践行能力，甚至可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9]

（P247），道德又具有了人性的向度，所以道德又是主体构建的结果。这种被动给予和主动构成体现在
《孟子·尽心上》的“所性”概念中 [17]（P29-41）。孟子讲：“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
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19]（P303）可见，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并非是人性的全部，
也不是人性的本身使然，而是主体自觉努力所成。“所性”之道德，既有尊重、遵循人性之本然，也有发动、

改变人性之使然，绝不是现代人理解的是外在性的规范，而是源于生命体本身的需求与努力，这种努力

的结果就是善的达成。努力的程度不同，道德的层次也不同，最高境界是“圣人”境界。所以，从人性来决

定道德，一是区分了人与兽的不同，二是区分了人与人的不同。这是一种超越人本身的“人是什么”的形

上追问，也就是道德的追问。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还是古希腊的智慧、勇敢、

节制美德，表面观之是无“所指”的价值单元，其实是人“能指”的价值追求，是可欲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道

德就是人之为人的“特指”。

然而，当用人性来解释道德，或者说，当我们把道德仅仅用来回答“人是什么”时，完全是基于对“单

个人”和抽象“整体人”的考虑，何况这个“人”是与外部世界二分的，不足以科学说明人的真实性存在，即

人如何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体现。只有把人放到社会关系之中，才能说明人的存在本质、存

在价值和活动方式，这就是伦理的视角。人作为关系存在，天然具有“际”的特性，既有横向的“交际”，也

有纵向的“代际”，“际分”是伦理的侧向，在“际分”的基础上划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和谐的社会秩

序，就是伦理学的使命。如果说道德讲究天人之变与人兽之辨，并从中获得权威性和正当性（善的根源

性），那么伦理讲究人人之辨和人群之辨，并从中获得有序性和正义性（善的扩张性）。伦理侧向于“际

分”，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如何面对各种“际遇”。人降于世，首先是面对父母、家人、亲人，然后就是老师、同

学，工作之后就是同事、上司、同行等，这是人在人世间必须面对的，仅仅有“我”的主观之德是不够的，人

伦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也不能凭你的“一厢情愿”或“我待你好就行了”，而是在

与“我—你—他”的关联中产生互动性价值共识，直至强制性规范要求的形成。人的际遇不仅仅是个体与
个体间，还是个体与群体间，小则单位，大则行业、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人类，这就是个体与共同体间

的关系，也就是“我—他们”的关系，因为“我”面对的是“复数”，个人意志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最基
本的伦理要求，这用道德上的自主自由是无法解释的。这种服从性伦理就是规制，对个体而言就是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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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必然性、外在性和强制性。人的结成方式是“群”，所以伦理还要关照共同体间的关系，如不同单位间、

行业间、民族间、国家间等关系。这类关系的处理要复杂得多，需要协商制定行动规则。随着社会的日益

分化，协商对话成为解决共同体间伦理关系的主要方式。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原本不构成伦理关系，因为

伦理关系必是关系双方基于自觉意识的彼此“我们—它”联结，但通过“拟人化”的自然对于人类的生存
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人与自然就成了一个更大的“伦理共同体”，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伦”关系，但

因“利益”攸关而使自然具有了“人伦”维度。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人能否与人构成伦理关系（人机

关系），甚至将来机器人与机器人“机机关系”是否构成伦理关系，这是一个有待探讨并期望值很高的问

题。如果自然与机器人可以完全构成一个“生存体”或利益共同体，那么就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伦理实体，

估计为期不会太远。

伦理所侧向的“际分”还有一个维度就是“代际”，因为人不仅发生横向联系，还要发生纵向联系，即

先后的承继关系。如果说伦理的“交际”维度是伦理的共时性特性，那么伦理的“代际”维度就是伦理的

历时性特性。“代”一般是大致相同的年龄并有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代”

的自然性决定了不同代之间的天然区别和不可改变，而“代”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同年龄群体的文化差异，

如“代差”或“代沟”“代际冲突”，我们讲“代际”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特别是价值观意义上的。代与代之间

的承续不仅仅是生物性，更多是伦理性，代也是“人伦之尺”，代际伦理反映的是人伦关系的纵向流动性，

调节的是“这一代”与“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利益关系。跨共同体理论认为，我们作为个体是共同体中

一分子，这一共同体体现了一种直线式的纵向合作关系，它将当代人与前后各代人连在一起。于是享受

了某种权利的当代人，就有义务将前代人传下来的好处再传给后代人，形成一种由过去到未来的代际义

务“自然之流”，这是一种不容争议的“天然义务”[20]（P48）。相反，社会契约论者罗尔斯认为，人的代际
义务是诉诸于理性的，代内公正可根据“差异原则”移植到代际，因为在“原初状态”下，所有人都不知道

自己属于哪一代，每个人都可能属于未来一代，所以都会同意公正地对待下一代。虽然两种理论在代际

义务的来源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对代际义务的确证是统一的。从代际义务或责任的向度看，可以分为对

“前代”的义务和对“后代”的义务，无论“前代”还是“后代”都不是指一代，而是若干代，甚至未来，这就构

成了“无限责任”。所以对于“这一代”出场者而言，尽可能保护好前人的成果、给后人留下资源是最根本

的伦理要求，此谓“代际公正”。

伦理与道德虽然各有侧重，但还是存在过渡或转换的元素，这就是“位分”。“位分”实际上是讲个体

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身份是特定的，具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混淆，不能互换，由此产生特定的义务法则，

由“是什么”直接内生出道德“应当”，如中国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男人应该像个男人”“父亲应该像个父亲”等，就是我们常说的“身份道德”，身份道德同时喻示着道德的

适应域是身份。所谓身份，一般意义上是指出身和社会地位，如《宋书·王僧达传》：“固宜退省身份，识

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身份一般有两类：指派身份和自塑身份，前者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如出身、

成份、性别；后者是主体自我选择并自己塑造的，如职业身份。在传统社会，所有人的身份基本上是批派

的，个人无法改变和抗拒，如农民的儿子永远都是农民。身份虽然是一种符号，但它是分享社会权益和获

得社会资源的唯一依据。从理论上讲，身份一方面是社会体系的最基本的结构部分，也是具体社会阶级、

阶层、群体、职业的结构标志，如果以身份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对象，就会产生身份制度，身份制是在身

份的基础上“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社会产品。它们不断构成不断演化，如吉登斯所说的
社会“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那样，身份和身份制既是条件又是结果。另一方面，在身份
制下的身份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定位，反映了阿尔图塞所说的统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召唤

关系。所以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使得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永远维持某一种身份系统。这种身
份制下的身份固化与变迁的管理就形成了身份政治。家庭身份制是与家族政治相联的，与中国传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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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育方式和农耕方式有关。让哺乳期妇女有更多时间照顾所生子女，使母亲与养育子女时间过长，形

成子女对母亲的依赖性，依赖可以导致权威生成。生母的重要性导致对舅舅和姨娘的重视，即便发展到

父系社会阶段，也没有放弃。于是，对宗亲和九族内的亲属都很重视。这种亲属制度促成中国社会人伦

体系，中国身份制度形成，并有效地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发展的摇蓝。以后规范化为中国的“礼制”“宗

法”及绵延远久的伦理思想体系。以它们为载体，中国身份制度持续了几千年，构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

构部分。

可见，身份产生的要求是处于伦理与道德的模糊地带的。对于身份的自我体认者而言，身份责任或

义务是“自律”的，产生“我本应该如此”的道德指令；而对身份的他者体认时，身份责任或义务可能就变

成“他律”，产生“他应该这样做”的伦理指令。“位分”同时兼具“我是谁”和“他是谁”的双重属性，由此产

生自我定位与他者定位的缝合或差异，在缝合状态下会出现高度的道德自我，而在差异状态下会出现个

人的伦理迷惑，因为毕竟自我认知与他者期待不统一。随着现代社会公共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身份日益

公共化，“位”也就逐渐移向伦理，而道德开始式微。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伦理学高呼“拯救道德”的原因。

同时，正是因为身份，才使人与人之间有了“界”意识的距离感。“人们之间的距离从何种角度解释道德，

或者更准确地说，解释各种道德呢？让我们明确言之：这里不是要规定行为规范，而是解释在每个情境

里个体们是如何被引导到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伦理判断的。”[21]（P1）按照米歇尔·梅耶的观点，距离不仅
可以很好地说明事实中的善与恶及其变量，同时也可根据人们之间所维系的亲近度，在给定的距离下，

每个人可以通过直觉、习惯、教育等方式，体察到对他人的期待，这种相互的期待就是伦理。所以，“所有

道德哲学的问题，就是预先提出的绝对原则随后仅仅显示为对某种距离有效的一种观点”[21]（P1）。米
歇尔·梅耶用距离来解释道德并作为打通伦理与道德的“桥梁”，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份“位分”是不谋而

合的。特别是现代道德已经不再囿于私人领域，其公共性空间在不断扩大，与伦理的空间甚至出现重叠，

所以现代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不会是“彻底的”，而只是各自侧向不同、重点不同，但在

学理上、学科意义上消除诸多理论迷惑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随着现代社会公共性空间的增大，身份由道德至伦理的过度性功能会表

现出双重属性。当我们需要通过身份的“暴露”获得更多“粉丝”时，身份的公开就是名利的获得。如当下

的各种名星、“网红”，千方百计地提高知名度，其目的是获得名利，但与此同时，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

义务，就要失去“常人”的自由，所以名人效应是双重的。现在许多名人之所以遭世人厌恶，就是只利用

名人效应得利，而在道德人格示范和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则“退壁三舍”。同时，因为是通过“位分”增强了

人的“身份”意识，导致社会责任越来越重，甚至超过了个体的承受能力，个体也有可能“隐蔽”或“削减”

身份而最终“逃避”社会责任。如早些年不少商人喜欢“露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可如今许多富人开始

学会“装穷”，从而达到尽可能减少“麻烦”的目的。还有现在的“不婚族”也是想通过“减少”身份来逃避

生养后代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现代社会人身份的单一化而带来的社会伦理危机问题。米歇

尔·梅耶的距离理论仅仅考虑到了因距离而亲近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因距离而“疏远”、因“疏远”而无规

范的问题。所以，现代道德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据社会职能分工而赋予人健全的身份，提高人

们进行角色分解和角色协调的能力，增强身份间的亲近感，这样才能实现整体社会的“各司其职”“各尽

其责”“各安其份”的伦理秩序，从而避免社会职能的“无人化”和个体功能的“畸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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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Interpretation and Orientation Between Ethic and Morality

Li Jianhua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thic and morality are key concepts for understanding ethics and moral philosophy.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two notions are often indistinguishable and even interchangeable, because they share the
same origin in terms of meaning, both referring to social customs, habits, protocols, and so 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history shows that there exist importance distinctions between ethic andmorality, even
in the issue on who has the right of first interpretation. For example，Hegel elevated morality to ethic, while Li
Zehou advocated the study of morality from ethic. Their studies indicate that ethic and morality have synchronic
interpretations, that is, they can be explained mutually. An obvious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thics is to gradually break away from the “coercion” of “ethics is moral philosophy”, and to enter and serve
the real and new “human relations” world with a broader horizon in its own way, in order to achieve a“free
development” in parallel with moral studies. This separation will propel moral studies to focus on the shaping
of individual virtues, while ethics focuses on the regulation of interests over ethical entities. Morality without
norms and ethic without moral imperative may become possible, and thus the disputes between so-called virtue
ethic and normative ethic may be resolved.

Key words ethic; morality; moral philosophy; ethics; mutu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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